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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書法之「北碑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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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果想要在清末民初這百年來找一位書法史上的代表人物，我認為推舉于右

任先生出來應該是沒有人有異議的。因為凡是足以在某領域上成為大人物的，除

了要有極深邃的功夫外、對該範疇的歷史及未來必然會產生支配的作用，也就是

會有大影響力。關於這一點是絕對不能妥協的。 

我們會尊王右軍為「書聖」絕不只是他字寫得好而已，更重要的是在行筆的

動向方面，自橫勢變為縱勢；在風格方面，由樸質變為華美，將整個書法走勢及

風尚做了大改變。其次我們尊顏魯公為「第二書聖」，是因為以篆籀中鋒的筆法

導入當時已頹靡的二王書風，或許是叛逆的，卻也是新穎的。一直到元代的趙予

昂再度復古，書法史才又產生另一個大風貌。所以這三位都是書法領域裡的大人

物，因為他們都產生了大影響力。清朝中葉以來「碑學」盛興，其榮茂之程度幾

乎無以復加。這股大潮流延續至今正與二王代表的「帖學」同步並行。融入整合

者大有人在，而最成功、又最有影響力的當非于右任莫屬。 

于右任的招牌──「標準草書」是其嘔心瀝血之藝術菁華。融「南北書派」

之處隨意可見。我的重點是要挖出右老書法的「北碑因子」。既然著重於「尋根」，

在歷史觀點上對其取法之源就會多所談述；另外在心理上也提出「感受」層面的

分析，以補僅在時間軸上說明的不足。最後增列「釋疑」一部，澄清個人對右老

字的另一看法。 

本文是建構在以「楷書」為慢基調的角度來說明的、這樣子的例證以其早年

的作品為多。這應該就是我特別的意念──襯托出右老的北碑情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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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些時日又將唐僧懷素的〈小草千字文〉（圖 1）拿出來研究，巧逢省立美

術館（編按：即今之國立台灣美術館）近期有于右任書法研究展展出，念及當年

右老倡行「標準草書」（圖 2）時曾以該草書〈千字文〉為底材加以變化，有取

法上相同之處；且在許多右老後期的草書作品中，與該帖在用筆行韻間也頗有神

似之處。加上個人對右老書法的崇尚及對〈小草千字文〉的鍾愛而引發興趣。清

末以來，傑出書法家雖然不少，但真正能自創大面貌者寥寥可數，而若更能有系

統地組織書法社團大力推行且具有影響力者應只有右老一人，因此就歷史影響力

來考量，于右任先生在書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再以美學觀點來看于右任的書法，

則其具樸質、雄渾、開創及美麗的特色，更誠可謂藝術的結晶。感動之餘，著文

為論的動機生焉。如同我以一千兩百多年前唐人精緻超妙的法帖做為引子而憶及

右老後期的書法；彷彿推論北魏碑銘渾然樸拙的風格應呼應右老前期的書風一樣。

或許這就是書法史對右老書歷上的巧合及公平處吧？本文的重點將先以討論右

老書法在北碑上的源考賞析以及說評為主，「標準草書」有帖意的部分留待下文

再述。不可否認的，于右任先生以北碑的架構、筆法及意念融入行草之中，而成

就一家的典範，誠為後人所學習及佩服。其實在主、客觀環境皆大不同於往昔的

當下，于右任先生逐漸退下了原有的政治光環，在黨國功績的貢獻上，該由爾後

的歷史學者來評斷；但是在藝術方面的成就，則應該獲得獨立的看待及更中肯的

評述才是。 

 

碑學為宗，帖學為鍾 

如果阮元所提倡的「北碑南帖論」被接受的話。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為胡

人統制的領地裡，摩崖、墓誌及造像記等的碑刻書法堪與同期間南方以王、謝家

族，尤以王羲之、王獻之為代表的帖派書風，同為現今書法的兩大主流。以二王

為書法正宗的觀念自初唐三家後便逐漸成型，經宋、元、明、清，到清朝中葉因

金石考證之風興起，加上「法帖」翻刻再翻刻後之品質信心受到嚴重質疑，因而

康有為等主張由原作者直接書丹的石碑手蹟上學習為佳的觀念獲得普遍認同。以

二王為書學依歸的風氣至此達到最低潮，甚而有「尊碑抑帖」之說。之後百年來

因照相翻印術的發明與進步，一般社會大眾也可輕易地獲觀最好的名跡，於是「帖

貴其真、碑貴其氣」，碑與帖的價值兩者都重新獲得定位。 

但是在于右任早年時，「尊碑」的風氣是很盛的。于氏無法選擇地必需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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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為基底來雕塑他的書法風格，他的際遇頗似初唐諸公（如歐陽詢、褚遂良等）

必需承擔北朝流下來的擔子，而加以咀嚼吸收。但是歷史賦予初唐書家的使命絕

對是義無反顧的，歐陽詢是極力地以整齊與平正的韁繩去套住那放逸恣肆的北碑

書法（如〈房彥謙碑〉過渡至〈九成宮醴泉銘〉，字體由寬扁變縱長，隸法不外

現等）；而褚遂良卻以既有的北朝書底大膽地向二王靠齊，使得唯美意識抬頭（如

由〈孟法師碑〉至〈雁塔聖教序〉）。由這點觀之，于右任的書法走勢反倒近於河

南公。所不同的是，一者產生了「美人蟬娟，字裏生金」的楷書；另者則創造了

「奇逸圓潤」的標準草書罷了。因此若說褚遂良乃北派人物亦不為過。而右老又

曾說書法得力於褚甚多，恐也有些道理，留待後述。不過兩者不同處仍所在多有，

褚公書法風格走到最後不易看出碑意，如〈枯樹賦〉或〈大字陰符經）〉（圖 3）

等，實則碑意藏其內。于氏則碑意現於外（含標準草書），就氣勢（樸而不媚）、

結構（扁平）、行筆速度（緩慢）而言都近似北碑。當然這樣子的結果跟時代背

景是切不可分的，因為褚河南以後幾乎是以二王體系為主軸的天下，相信您不會

認為張旭、懷素或顏真卿是北派的；即使元代趙子昂、明代文徵明、董其昌若寫

些字並鐫刻上石，您也不會懷疑他們跟北碑有絲毫關係的。反觀于右任之後，北

碑書法風氣仍不可抑遏，青年學子莫不習從。若說北朝碑版在一千三百年前因政

治力的因素已融合而潛埋於地底，經過一千一百年後他們重見光明，位重權高的

于右任卻沒有因為後期的專研二王而再度拋棄它們，反而給予了它們更寬廣發展

的空間，所以相輔相成地右老的書風在外自然保有多量的北碑因子，似乎沒有摒

除的必要。 

談到右老北碑之意與二王書風交融的事實，清代趙之謙（圖 4）則不失為另

一個例子。他的行書是極為特殊，是不遵從二王傳統法度而逕以北碑筆法入手的，

或許由高度熟稔度開創出的趙之謙行書，不免予人離經叛道或模稜兩可的感覺，

但無論如何也算是書法史上的另一項試驗。相較於于右任的臨習二王行書，右老

則顯得較為恭敬，至少可以看出他對帖派的敧側、點劃使轉以及瀟灑等都有十分

的領悟及較有「誠意」的吸收。或許是因為趙之謙所處的仍是一個帖學的灰暗時

代，使得他無法避免地必須不屑一顧；而右老則在規撫過北碑精華數十載後，像

尋找第二春似的投入帖學的懷抱。因此他臨摹懷素的小草書，在筆法上即吸收了

字字獨立、小幅使轉並打折、收筆頓挫及行筆速度緩慢的特色。若是我們將懷素

小草的字仔細放大來看，則延續二王之筆法處處可見。所以右老可說是以這部〈小

草千字文〉為介，間接吸收部分的帖學風格，並由此繼續延伸，而開創了屬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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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任的書法世界？若由右老字體成熟後，魏碑筆法逐漸淡化的線條來看，于氏後

期偏向帖派學習是無庸置議的。 

 

右老書法之情緒與心理特質 

倘若我們是以歷史形態的宏觀角度來看于右任的書法是融入於「北碑南帖」

後，對於右老的書法在時間縱深上已做了某些探討。可是這仍然不夠完全。畢竟

以時間來看待事物，是「瞻前顧後」的；缺了一點對某個時段、某個時間點的鑿

入觀察，尤其是「感受」層面上的情緒特質。 

右老的字一般來說若以型態分類，是以民國二十一年在大陸期間成立「標準

草書社」為分野。之前致力於北碑的學習及創作；之後則為了「標準草書」之催

生，極力於行草之開拓。我認為右老在楷書上之成就是汲取了〈石門銘〉（圖 5）

及多量的墓誌銘的影響為最大。右老有一首詩：「朝寫石門銘，暮臨二十品。竟

夜集詩聯，不知淚濕枕。」也可印證這個說法。整個于氏書法有雄渾、奔放及清

勁的風格除了取決於個人特質外，實在就是得力於〈石門銘〉。也因此有「下盤

誇大重心低」、「整體敧斜」、「結字開展」、「揚起之浮鵝鉤」及「近似石門銘之筆

壓」等特徵。在墓誌銘部分因右老曾收集過許多的墓誌石碑，且又甚愛之，故早

期的書風較偏向秀氣的墓誌風格，一直要到臨寫過〈石門銘〉後，風格才為之丕

變。至於是那張碑石墓誌影響較大，則因混學並沒有明顯可尋之處。有人說因字

型由縱長變為方正，是得自於〈張黑女墓誌銘〉（圖 6），我看未必完全如此。因

為不管是墓誌銘、造像記或其它北碑體，就字型長寬比例來說都是偏向扁平的，

所以若就這點來說恐怕不能說服我。不過若提出張黑女有「梯型」結構，有時呈

正立，有時則倒置，而這種架構特性為于氏所吸收表現，則吾承認矣。倘若更進

一步就某些用筆特徵上去找，則會更客觀些。又如張黑女某些字有明顯的「隸意」

或說「雁尾」，這樣子的筆法在于氏作品裡是常見的，如民國十九年寫的〈秋先

烈紀念碑記〉（圖 7）就頗有形似之處。但就該記而言，右老字的筆劃的處理方

式是不同於〈張黑女墓誌〉的，右老是以「線條」的方法去表現，所以在結字上

較「鬆」而顯得寬和；〈張黑女墓誌〉則對短線條用側筆括過，相對地產生較多

的稜角，使得原本單純的線條多了更多的陪襯。張黑女的「秀逸」表現在有曲度

的橫豎或直鉤上，而短側方筆則給予另一種剛性美的感受。 

其實一位成功的書法家，或更廣泛地說是藝術家，在其人格或作品表現上都

會含有「感性」的一面。就因這種感性的特質會使得作者在風格、用筆或結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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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突發奇想」而「別抒新意」，如果常常使用自己的新意，就會產生個人風格，

而有創作。我個人認為于氏在書法上廣為後人所推崇，決非僥倖。若只是學學北

碑再臨臨南帖，今天他將不會被大家所討論。甚至被推許為百年，或者推至千年

的大書家。于氏的書風除了先前提出的雄渾寬博外，另外也有相當份量的「灑脫」。

這種灑脫的特性在心理學上得自於「個人的不拘小體」及「自信地尋求自我表現」

等。 

在不拘小體上將使得個人不囿於古法，所謂「創見即藝術」，任何藝術表現

都必須有自我創作的成份在。這點在右老的書法上說明了為何學墓誌銘、寫〈石

門銘〉、〈龍門二十品〉甚至行草等，都不是那麼像？前述學張黑女的筆調為何不

同，或許當時右老有意無意不將張黑女的筆刮的筆法用入自己的作品中，而代之

以線條。另外張黑女的橫向筆畫（橫勢）一反一般北碑以橫書加長的用法；而以

幾近雁尾的筆捺取代之，而這點右老仍以一般北碑橫劃來表現橫勢。再者不管是

早期楷書的作品如〈劉仲貞墓誌銘）〉（民國八年）（圖 8）或中期學草後的〈胡

太公墓誌銘〉（民國二十四年）（圖 9），都不易看出風格出處。有人說于氏早年

學趙孟頫可由〈劉仲貞墓誌銘〉得知，但吾人認為該墓誌書寫方法仍偏向個人己

意為多，是否似趙則由讀者自已來判斷；〈胡太公墓誌銘〉則滲入許多魏碑筆意

以及個人的書寫習慣，如「胡」、「公」及「餘」的左偏旁等都與二王體系的行草

用筆不同。「古月胡」在歷代行書不是這樣寫的，「月」旁的向背，內兩點的連結

都非傳統的寫法；「公」字「ㄙ」旁的重心較為偏高；「餘」字「食」偏旁省筆等

都自出新意。或許您會問，為何我挑的例子都選擇風格大轉變前而未成熟的字？

就是為了要說明右老即使是初學新體，也不會拘制於古法，必需要是他認為是好

的才肯吸收。因此在臨學的過程中已懂得加入自己的看法，所謂「入帖易，出帖

難」這段瓶頸對右老而言該無窒礙才是。 

觀右老的楷書再看後期的標準草書，我們發現他的風格絕非一成不變，而是

極富多樣化的。于氏在草書上的表現是含蓄、內斂；楷書則顯得灑脫、豪放。在

右老的內心是隨時隨地的欲求自我表現及突破的，怎麼說呢？先撇開創立「標準

草書」這樣的大事不說，光就前期的北碑體楷書而言，就可以發現于氏對自己的

字有深度的信心，許多筆法常加以誇大，以尋求率意的表現，如「弘仁涵萬象，

大覺濟群生」（圖 10）這幅字的「象」的「豕」的右部呈放射狀處理，「群」字

「羊」偏旁的橫畫連筆方式及「生」字最後橫畫是先推向遠端左下再拉長等。這

樣子的表達在書法構圖的視覺上無疑地會產生一種灑脫率意的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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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疑 

書家李超哉曾經說過「于先生的字……據他自己告訴我，得力於褚河南實多。」

之後李普同先生認為有誤則提出不同的看法。但若右老抱著與河南公一同站在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荒野闢土裡而有惺惺相惜的感慨，不管是歷史給的使

命感，或是來自褚遂良的創作靈感！這時右老有可能會說褚遂良幫了他很多忙。

不過這已是經延伸後的推測語，到底是不是真的得力於褚河南？或者是右老講錯

或超哉先生記錯，不妨看看以下推論。 

首先我們必須衍生出一個創作者主觀自覺性的問題。一般來說，某一件藝術

作品的評論或某個藝術層次的提升應以原創作者親自說明來得最有價值。倘若王

羲之親自說明他寫〈快雪時晴帖〉時所用的筆法及當時的心境，或者鄭道昭跑出

來跟您說〈鄭文公碑〉是怎麼寫的，我相信後人的爭論不休就會少很多，議論性

的文章則無存在之必要了，但是這畢竟是個夢話！不過我所要說的重點是，原創

作者的「說明」需小心的推敲，因作者與欣賞者會處在不同的情境裡，及欣賞者

缺少與作者相同的心路歷程，可能在解讀上會有歧異。譬如對「創作瓶頸」的突

破，作者努力了多年終於領悟，他就有可能會說在這方面獲益良多，而這種瓶頸

難度的「值」及獲益良多的「量」正是最主觀且不易估算的。以前我有一位朋友，

先前對隸書、魏碑及王鐸的行書極有研究，寫得也好，他的字總是讓人覺得是豪

獷樸拙的那型的，跟他學的路子也差不多。有一陣子不知怎的竟然喜歡起董其昌

的字而開始練起來了，讓我覺得有些詫異。果然練了兩三年後還是那個粗拙的調

調，一眼望去只是那個行書樣，若說學李北海我還相信，要是說學董其昌，那就

別提了。可是我事後想想，這也真的很不容易，他必須去應付那董香光的「文人

書卷氣」，光看字眼就很抽象了，更何必談實踐了！可是後來有一次展覽時他請

我去參觀，特別拉我去看一幅他近期的仿董之作。咦…雖仍有點像李邕的字，但

已有六七分董其昌的娟秀神似處。我很好奇的問他是怎麼辦到的，他說說穿了也

不值幾錢，還不是在用筆感受上的筆鋒中含及結字上的更加緊縮而已。就為了這

個筆鋒中含及結字緊縮的領悟，他說爾後他在行書上得力於董甚多。可是旁觀者

若未經過他這番特別解釋及留意的話，並不見得會認同，畢竟就字而論還不是十

分地「像」。可是就他個人而言已經是邁進了一大步。所以我說于右任的字是否

得力於褚河南「甚多」，個人認為仍是可信的！譬如在草書社尚未成立前寫的幾

個墓表中，如〈楊松軒墓表〉（圖 11），在〈張黑女墓誌銘〉及褚字的筆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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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一定的影響力。因此褚遂良對右老還是有一些貢獻的，只是不如北碑、〈小

草千字文〉等來的明顯罷了。 

 

結語 

于右任的出現著實讓近代的書法界震驚不已，不僅是現在，即使往上或往下

再溯千年，依然會是顆耀眼的明星。證據之一是右任創立了「標準草書」，這種

一反傳統二王瑰麗的行草而建立在「北碑」為基底的豪獷書風，將隨著「南北書

派」的融合在時間上發揮相當的歷史作用。證據之二是民國後的書史常以其為代

表，就美學的觀點，右老的書法確實具有深邃的功力，足與古今匹敵。右老的成

功，可說替近代書壇打了一劑強心針。 

但我們更深刻地認為他的成就不應只以「結果論英雄」。倘若說右老沒有後

期的「標準草書」來彰顯而無法成為一家書的話；倒不如說若沒有「北碑」疊成

的基礎恐怕也難以成事。因此在我們看來，這種蟄伏的過程反倒是更有價值。 

如果說創新是一種至少必須跳脫於古人牆籬才得而享之的榮銜，我們不妨說

右老在開始就打起個性鮮明的旗幟，在完全入帖與出帖中求得一個最佳的平衡點，

說得斬釘截鐵地就是在學習中已融入自己的新意。這促使右老在創作會提前發生。

這與古今許多書法家在新與舊間游走鋼絲、莫衷一是而獲得的成果是截然不同的。

近年來資訊文明進步得極快，遑論「標準草書」的實用性貢獻如何？若就藝術的

層面視之，于右任就好比唐顏魯公、北宋黃山谷一樣地會影響往後的書壇而且十

分十分地深遠。 

 

 


